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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還稅」或「共享」為名的普發現金，本就是背離財政紀律與社會公平的倒行

逆施。選舉逼近，賴政府一改歷來五次普發（3 次發券、2 次發現金）均採特別
預算辦理的做法，首度將「全民普發一萬元」納入 11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國民黨非但未善盡最大在野黨監督的職責，反而喊出加碼至兩萬元。朝野政黨將

公共資源化為討好選民的競價工具，均應予以嚴厲譴責。 

 
眼見「發一萬或兩萬」的叫價風波愈演愈烈，財政部長於立法院「攤開帳本」，

宣稱今年 1至 9月稅收增加 7,000億元，其中「地方拿走 4,500億元，中央僅增
2,500 億元」，隨即反問：「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把地方的錢拿來一起發現金？」部
長強調，若普發兩萬元，中央新增稅收不足以支應，「勢必要舉債」。同時，為了

合理化普發一萬納入總預算，部長更聲稱：「特別預算須符合特定緊急條件」，普

發一萬「納入總預算案經評估已有財源且不排擠其他施政」。 

 
然而，細究稅收數據與法制規範，部長此番看似嚴謹專業的說詞，實有四個謬誤，

不僅禁不起推敲，更有誤導大眾之虞。 

 
一、財源時間軸的嚴重錯置 
今年 1至 9月全國賦稅實徵淨額雖然增加 7,004億元，終究屬於 115年度歲入，
豈能與 116年度中央政府「全民普發一萬元」的預算財源混為一談？以今年度稅
收增加金論證明年度支出，今年度歲出又何以為繼？更何況，行政院編列 116年
度普發一萬元所需的 2,357 億元，早已寫入 116 年度總預算案；部長卻拿「地方
拿走 4,500億元、中央僅增 2,500億元」來回應在野黨加碼的喊價，不僅是拿錯
位數字來回應錯位問題，更有挑起中央與地方對立之嫌。 

 
身為國家財政主管，面對立委以今年稅收增額為加碼理由，部長本應說明今年稅

收增加不等於明年已有可供新增支出的財源，而非順著喊價邏輯，以錯回錯。如

此應答，反而製造了「用今年稅收發明年錢」的財政幻覺，使民眾誤以為明年普

發一萬元所需的財源，已經到位。 

 
二、模糊財政紀律的法律紅線 
部長說詞的第二個問題，在於將舉債描繪為普發現金的可行財源，模糊了財政紀



律的法律界線。部長強調若加碼發兩萬元，「勢必要舉債」，卻沒有藉此明確說明

舉債的法律限制與財政責任。 

 
《公共債務法》第 4 條第 3 項明定，各級政府舉借公共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以調節資本支出為目的；《預算法》第 23條則規定，公債與賒借收入不得
充經常支出之用。這些規定對以舉債支應經常性支出設有法律限制，禁止以舉債

作為普發現金財源。若要捍衛財政紀律，部長就不應只以「勢必要舉債」描述加

碼兩萬元的財政後果，而應明確揭示其法律障礙：政府發錢，不能只問財源從哪

裡來，更必須回答舉債是否於法有據。 

 
三、混淆預算程序與政策責任 
特別預算的法定事由包括「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並非僅限於部長所

稱的「特定緊急條件」。根據民國 40年至 112年的統計，中央政府歷年編列的 57
次特別預算中，此類政事占 38次、比率達 67%；若以預算金額計算，也占總額
的 56%。普發現金既非政府常態業務，屬不定期的大規模政策支出，究竟應採特
別預算或納入總預算，自應依其政策性質與法定要件判斷，不能僅以程序簡化為

由，將其納入總預算案。 

 
更有甚者，部長還於國會公開精算發放時程，表示若立法院於 1月 5日前通過總
預算，最快可於農曆年前的 1月 26日發放。這種看似貼心的「年前紅包」，本質
上是將憲政體制下的國會預算審查，降格為發錢的時間賽跑；更凸顯以普發現金

施壓、綁架總預算案的政治操作。 

 
四、忽略公共資源的機會成本 
部長宣稱「不排擠其他施政」，完全忽略了公共財政最基本的資源有限性。每一

筆公共支出都有「機會成本」；1塊錢用來普發現金，就少了 1塊錢可供其他政事
運用，必然存在取捨。即使普發現金不會立即導致某項既有預算遭到刪減，也不

代表這筆支出沒有替代用途。 

 
2,357 億元用於普發現金，就無法同時完整用於公共建設、社福醫療、國防軍備
或債務償還。單憑「財源足夠」便宣稱「不排擠其他施政」，顯然不足以構成完

整的財政論證。 

 
總結：從朝野競相叫價，到財政部長以錯置數字、扭曲法律與違背學理的「話術」

護航，這場政治發錢競賽，已淪為全民皆輸的公共治理災難。「真的不能發兩萬

嗎？」部長始終未曾斬釘截鐵地否定，因為她心知肚明，這一切不過是上位者的

政治意志與選票算計。公共財政究竟應受財政紀律與法律規範約束，還是終究屈

從於政治人物的選票算計？這才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真正應該深思的課題。 


